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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无疑掀起了一场以文化视角研究社

会阶层和教育公平的浪潮。正因如此，在探讨社会阶

层再制问题上，布尔迪厄的理论被广泛追捧，甚至延

伸至艺术、经济、文学等领域，并带动一系列“验证文

化再生产”的研究趋势。当代文化再生产的“预言”会

延续还是打破，需要回到文化再生产的本体论、认识

论和方法论，对如下问题做出回答：文化再生产理论

当代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及限制
——关于布尔迪厄思想的理论论争与本土考量

刘祎莹

（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关于教育、文化和阶层分化的研究中，最典型的是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其暗含

教育作为一种符号暴力，正在帮助中上阶层实现文化再生产，从而成为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隐形手段。

在布尔迪厄理论思想发展和盛行的过程中，也引起了迪马乔、伯纳德、科尔曼等人的对话和论争，这种论争

试图打破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绝对性色彩，将社会客观事实之外个体的文化流动性、交互性、能动性等纳入考

量范围。在文化再生产理论发展的时代对话和理论对垒中，对当代文化再生产可能性的探究将为教育与阶

层流动的适切性、本土性和发展性等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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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lated studies 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class division, the most typical theory is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presented by Bourdieu, which states that education is becoming a kind of symbolic
violence, and is an invisible path to help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achiev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further
aggravat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tratum solidific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evalence of Bourdieu's theory
also sparked dialogue and debate among DiMaggio, Bernard, Coleman and other scholars. They tried to break the
absolute argument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brought cultural fluidity, interactivity,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beyond social objective facts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whether the children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can achiev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dialogues and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guide the local research to further reflect
on the relevance, loc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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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产生？其实现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制约其

发生？重新梳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时代对话和实践

论争，将有助于结合本土语境切实思考文化再生产机

制的复杂性。

一、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生成逻辑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在理解社会结构方面，人

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不单纯从二元对立角度看待社

会阶层固化问题，也不仅仅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

构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与行为。在这一时期，布尔

迪厄通过一系列作品，包括《继承人——大学生与文

化》（1964年）、《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1970年）、《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1979年）、《国

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1989年）①，逐渐建构

起一套解释社会二元对立之外更为细致的视角和框

架，即文化再生产理论。布尔迪厄试图从文化角度揭

示社会结构固化和阶级分层的深层原因。

（一）“继承人”背后的隐性线索

1964年，布尔迪厄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社

会出身与他们的高等教育机会、学习态度和能力、适

应大学的能力、学习成功率、专业选择等方面相关[1]24。

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学中的学习方式、课程或者教师有

所不同，而是在大学中的文化行为和学习行为表现，

可能要推及更早期的家庭教育。

随后，布尔迪厄通过研究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知

识、技能、艺术爱好和成绩的差异，看到家庭出身和家

庭教养的重要性。这种“出身”包括了社会阶层、经济

投入、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爱好习惯等各个方面。相

对于经济和物质资本而言，更隐秘的一种优势是家庭

的文化资本。“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

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在大学中学习学术文化

方面只是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使他们分化的恰恰

是与其出身阶级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系统。”[1]30这种

“特权”不同于直接运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而是

通过隐性和间接的方式传递。恰恰是针对高等教育

阶段的学生调查，使得布尔迪厄意识到出身、教育、特

权之间隐约的联系，也注意到中上阶层子弟在经济资

本和社会资本之外，另一种隐性优势是家庭教育的作

用。不过，它们之间具体有什么样的连接性，在《继承

人》一书中还没有完全厘清。

（二）洞察：中上阶层的文化再生产优势

布尔迪厄在1970年出版《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

理论的要点》一书，逐渐展露出更大的理论野心和对

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继承人》中对高等教

育和学生家庭出身的局部分析，《再生产》论述的对象

对准了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各个阶段的学校教育和不

同阶层的家庭教育。他将教育活动与社会阶层的权

力关系连接起来，认为教育活动是为阶层权力服务的

一种隐性途径。恰恰是在思考教育行为作为一种符

号暴力时，布尔迪厄提到了“文化再生产”一词，更明

确指出“教育行动使得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

产，从而有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功能）”[2]。布尔迪厄正是

在研究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时，看到教育系统正承载着

知识传递需要之外的功能，这是一种帮助阶级划分和

文化专断的可能性。在实施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教育

的内容、知识、文化等更容易契合中上阶层的习惯和

生活内容，甚至与他们的权力息息相关。因此，教育

过程无形中使得中上阶层实现了文化再生产，而这种

文化再生产明显又为进一步的社会权力再生产服务。

正是这种环环紧扣的关系，使得各个阶层在接受

教育的过程中主动去靠近和了解教育中的文化准则。

一旦人们忘记文化需要是一种教养的需要，直接把文

化需要与生产它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便加入了这样

一个文化再生产的圈子。所以，布尔迪厄试图揭示文

化再生产是契合中上阶层的一套完备的系统化方式，

教育中的文化专断使得人们主动接受或遵循这一规

则。只有符合这一圈子内的规则，其所获得的认同和

价值才是有效的。至此，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已经逐渐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

（三）文化再生产的操作化与运行机制

文化再生产机制何以运行？这是布尔迪厄建立

理论体系所要阐释的问题。在1979年出版的《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他详细说明了文化再生

产真正的运行机制起源于家庭。家庭出身和教育背

景是个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也是造成人们生活品

质差别的重要因素[3]。各个阶级努力通过提升品位将

自身和其他阶级区别开来，而对文化资本的占有程度

不同恰恰导致各个阶级品位的差异。

在整个文化再生产的运行机制中，文化资本、惯

习和场域成为实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布尔迪

厄在芝加哥大学的研讨班上，向学生呈现了他的理论

框架，即通过“惯习”“资本”“场域”之间的三元关系来

解释社会分化的内在原因。“每个场域就像一个游戏

圈，人们在遵守游戏规则和再生产游戏的情况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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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与游戏增加自身资本，拥有更多符号数量，才能

投身游戏或者进一步改变游戏固有的规则。而一个

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又是习性的产物，就像场的特性就

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场域中操作的行

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4]因此，社会上层阶级把自

己的惯习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融入家庭教养与学校教

育之中，使其子女更容易与体制相合从而取得学业成

功。文化资本通过社会阶层出身和社会阶层中无意

识的行为和惯习来实现，而这一过程势必会烙印着家

庭背景和社会阶级的最初痕迹。尽管在孩子成长过

程中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别行动者及其表现

能力，但它却可以通过教育过程实现一种隐性的代际

继承和传递。

布尔迪厄将具有文化资本的中上阶层人群称为

“文化贵族”，并认为他们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实

际上就像贵族对自身爵位的传递和继承。而这种“爵

位”的作用体现在：“从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与学校教

育资本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资本是由家庭保

证的文化传承和学校保证的文化传承的积累作用予

以担保的产物。所以，文化贵族爵位的持有者存在一

种血缘、一种过去、一种传统的维护。”[3]32-33因而，文化

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在童年时期的家庭中就已逐渐展

开，并逐渐延伸至学校和社会场域。父母通过言传身

教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而这本身就形成了文化贵

族的惯习和趣味。这种无意图的训练包括音乐品位、

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生活风格，使得孩子在成长中逐

渐获得一种合法性文化配置。这种自然倾向的文化

配置使他们的身份得以延续，并与他人区分开来。通

过无意识训练的惯习形成一种再生产的策略，目的是

维持间隔、距离和等级关系，并在实践中无意识地推

动构成社会秩序差异的体系进行再生产。

（四）“精英选拔”策略的再审视

十年后，布尔迪厄重新审视高等教育领域，推出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但显然他

对于权力和文化再生产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也进一

步看到美国宏观制度情境的内在逻辑：学历是保证着

国家精英的一种“普遍修养”，但国家精英产生背后更

是一种选拔性的制度化仪式。布尔迪厄指出：“通过

建立一种秩序，一种对于社会世界的合法性划分方

式，精英学校以分离和聚合完成了倾向于产生精英群

体的转化过程。学业精英优秀个体的集合通过学业

评判合法地建立起的分类等级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已

经存在的个体分类等级。社会关系虽然不能在这里

比较，但它们在技术上可以相互取代。”[5]171-172

在精英选拔的内在逻辑中，布尔迪厄洞察到一种

权力场域结构和再生产的策略体系。再生产策略并

不是与霸权有关的显性实践，而是一种精细而又理性

的计算，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规划。在此基础上，布尔

迪厄将文化再生产解释为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原因之

一，这一再生产过程有着中上阶层对合法性文化的主

动符合以及对教育制度情境的主动契合。这种隐性

的文化专断和精英维护，在布尔迪厄的眼中可能是社

会阶层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布尔迪厄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理论提炼，建构了一

套从文化视角深度解释社会分化和差异的理论，试图

打破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解释阶层分化的内在冲突

到底源于何处。他将文化再生产机制延伸到社会再

生产的五个关键领域：学校教育系统、权力正当化、生

活风格和品位、语言象征性权力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

再生产机制[6]。该理论从微观层面揭示文化资本在家

庭场域对个人成长和惯习养成的渗透影响，连接学校

教育从而形成一种合法性的文化专断，进一步验证一

种趋向文化炼金术的宏观制度情境。由此，布尔迪厄

以文化为引线，从微观到宏观推导出文化再生产的逻

辑，阐明了家庭、学校、社会场域中惯习、资本与再生

产的关联性。

二、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话与实践印证

毋庸置疑，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引起了对

于教育、文化与社会阶层问题的广泛关注，也促进了

更多冲突论社会学者关于再生产问题的理论对话。

这些理论观点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在文化再

生产的话题下同样成为印证其可能性的脚注，它们从

制度情境、学校教育、家庭养育等维度试图回答文化

再生产发生的条件、运行范畴、具体情境，并进一步与

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凸显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进

行对话。

（一）制度情境中的文化功能取向

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实践中得以确立

的关键在于：在宏观制度情境中，以教育和文化为载

体的再生产运行机制是一种合理配置。当是否具有

文化成为一种衡量社会身份和教育程度的标准时，它

便有了成为资本的可能性。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教育

与权力的敏锐度，带来了关于教育制度作用方式的新

认识和洞见。这一点在柯林斯的研究中也可窥见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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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文凭社会——教育与

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教育

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进

而 提 出“ 职 业 地 位 财 产 ”（property in occupational

position），表明“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在物质或财

务上的有形财产之外，产生了一种职业地位至上的无

形财产，即闲职（sinecure sector）”[7]。柯林斯看到学校

文凭作为一种文化货币的意义和社会作用。文凭社

会的到来，使得“文化”成为一种可以转换成其他资本

形式的变通“货币”。问题在于：谁有资格得到这些闲

职？或者说社会以什么标准选拔这批人？过去是凭

公考的等级身份，而现在则是依靠文凭（证书）。因

此，文化通过教育的形式，一方面传递知识、塑造人的

品性和仪态，同时也在现代社会的筛选体制中以文凭

的形式流通，进而转化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教育选拔机制是文化再生产效应最为凸显的“窗

口”。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精英大学，获得更好的文

凭和更高的学历呢？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

贝尔（Jerome Karabel）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

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一书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一

问题。这项实践研究通过对哈佛、耶鲁及普林斯顿三

大美国高校的入学标准和选拔机制进行分析，揭示精

英大学选拔标准中潜在的社会阶层差异。精英大学

旨在选取具有“才能”的人，但“才能”并不是一个中性

词，它蕴含着社会以及社会各个群体间不断变化的权

力关系，它只对一部分群体有益，同时不利于另一部

分群体[8]。相对而言，社会出身和家庭资本决定了获

取“才能”的资源和更大可能性。杰罗姆的研究发现，

由于熟知精英大学的选拔准则，中上阶层的家长热衷

于培养孩子除学习以外的“一技之长”。通过送孩子参

加各种足球、篮球俱乐部或者音乐演出，让其较早地脱

颖而出，从而更好地符合精英大学的选拔标准。因此，

在教育选拔制度背后充满了市场精神和排名竞争的压

力，也在维护美国社会阶层秩序的过程中暗含着特权

录取、招生中的权术以及公平表象下的现实问题。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显然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他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

中进一步印证了美国社会制度情境里的一种精英选

拔机制。他指出：“尤其对于高中和大学来说，一头连

着家庭所打下的童年基础，一头连着未来成年的事业

发展。大学的门槛虽然降低，大学生中各种阶层出身

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大学录取中的阶级鸿沟却始终

存在。”[9]这意味着对于出身底层的孩子来说，上大学

容易，但上好大学更加困难。随着选拔机制的多元

化，除了学业成绩外，更多的能力和潜力被考量在内。

进入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得不与家庭出身、父母教育方

式、童年成长环境和课外活动机会等联系起来[10]。因

此，看似实行自主申请的选拔制度，在公平的外表下，

依然可能存在阶层差异和无法更改的命运。

对于选拔制度和文凭社会的分析背后，冲突论社

会学者显然看到教育和文化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隐

形资本在宏观制度情境下的选择性倾向和符应性特

征。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说法：

即使不同阶层的学生进入同一所大学，其社会出身依

然在施加着关键的影响。这体现为学业和未来发展

上的不平等，在职业选择、学业选择、工作环境和社会

条件等方面，都可能会让一个人感到是否“如鱼得水”

或者“很不自在”。

（二）学校教育中的再生产与知识性权力

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冲突论社会学者对外部制

度情境的关注，与布尔迪厄同时代的巴兹尔·伯恩斯

坦（Basil Bernstein）从微观的知识社会学角度对教育

实践的内在逻辑给出了进一步解释。从某种意义上，

他赞同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部分观点，认为文

化再生产研究范式的逻辑大概是阶级关系产生了文

化偏见，选择性地作用于教育关系，随后教育知识的

选择、组织及其传递都服务于相同目的，“集中”或“放

大”社会等级固有的偏见[11]168。

尽管伯恩斯坦认同一种可能存在的文化再生产，

但也指出布尔迪厄等人在文化再生产理论论证中的

最大问题，即：在描述看似中立而实质利用符号权力

和利益的教学实践时，没有澄清教学实践如何竭尽所

能地行使符号暴力，也没有阐明特定教育知识及其传

递过程如何再制宏观社会等级结构[12]。因此，伯恩斯

坦强调一种基于学校教育中教学话语的建构模式。

他指出：“生产场域是新知识建构的地方；再生产场域

是学校教学实践发生的地方；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场

域，称为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ing）场域。这个场域

的活动主要是从生产场域占用话语，再将之转化为教

学话语。”[11]212伯恩斯坦看到文化再生产在学校教学机

制中的运行逻辑，实质上是存在一种象征尺度、管理

意识，一定意义上拥有控制意识的权力和评估意识实

现的合法性。

伯恩斯坦对学校教育中的知识传递和教学实践

的研究无疑开启了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外部制度

情境研究走向深入学校情境和微观课堂研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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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英国社会学家迈克·扬（Michael F.D.Young）、美

国教育学家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都受其影

响，着重在知识社会学领域看到学校场域作为一种社

会炼金术的可能性。阿普尔甚至更尖锐地指出：“在

社会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网络是通过意识形态

来维系的。在学校教育中，除了教科书，这种意识形

态也通过‘潜在课程’在教育系统中运行并发挥作

用。”[13]因此，看似符合逻辑的课程设置或教学过程中，

依然存在着契合优势阶层的符号暴力和特权。它们经

由知识的分类、架构和表达而隐性地将一种看不见的

特权和契合优势阶层的话语体系渗透在教育之中，通

过意识形态的传递来逐渐形成合理的文化体系。

对于学校中课程与知识的专门化分析，使得教育

社会学家进一步将关注点延伸至学校教育中的教学

实 践 过 程 。 美 国 的 波 普 科 维 茨 教 授（Thomas

Popkewitz）运用社会认识论研究教学、指导和课程实

施过程，发现课堂师生行为和思维过程可能也存在一

种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他通过《心塑历程

——学校教育机制和教育培养体系的反思》一书揭示

学校所强调的“社会层面”理性的发展流变，试图解释

教育工作者如何通过排斥一些孩子来努力达到所谓

的“公平”。研究发现，教师可能在日常的教学过程

中，以“双重姿态”（double gestures）模糊的理念或情感

为名，来隐性作用在对学生不同的期望中[14]。因此，

在学校文化建构中，理性与标准背后的“生产性权力”

作用于课堂教学和师生关系，在学校权力关系中的冲

突与矛盾、控制与反控制、共生与共治之间都可能包

含着隐性的生产性权力和权力制衡。

显然，知识社会学领域对于学校教育中课程知

识、分类架构、教学过程等方面的细致分析，不仅说明

知识的“双重建构”特性，也进一步发展和印证文化再

生产在学校教育中如何进行权力再制和合法化，学校

教育成为阶级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合法机制和场域。同

时，知识社会学者显然也看到了知识的“双重社会性”。

一方面，知识边界源于社会边界，知识结构有其社会的

决定性因素[15]。另一方面，一旦知识边界被确立起来，

它的集体性质就使其具备一定的自主性和实在性[16]。

因此，学校教育的生成性和主体性又可能是打破文化

再生产所确立的社会边界和阶层差异的关键。

（三）家庭教育的阶层差异与教养策略

在整个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布尔迪厄承认外在制

度环境和学校教育对于再生产逻辑的影响，但他更强

调家庭场域作为文化再生产实践的初始地，承载着一

种来自出身和阶层分化的不平等。安妮特·拉鲁

（Annette Lareau）被认为是布尔迪厄理论的最佳“推广

者”。相比于布尔迪厄和伯恩斯坦，她更专注于不同

阶层家庭教育和培养方式的对比，进一步将布尔迪厄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进行细致的操作化应用。

安妮特·拉鲁在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发表多篇

文章，试图对不同阶层的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投

入时间、孩子的惯习培养、家校合作中的文化资本作

用等进行探析。她既将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及

资本理论运用其中，又进一步将“文化资本”精确为一

种机制化的、被广泛共享的、高水平的文化信号，它被

用在解释社会和文化的排斥问题（态度、偏好、形式知

识、行为、目标和证书）等方面[17]。为了论证这一观

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对不同阶层的家庭

教育进行研究，发现中上阶层家庭主要采取协作培养

的方式，父母借助由自己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

（尤其是业余爱好活动），确保孩子有更多的体验经

历，使他们敢于向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

份和成年人对话。而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则偏向于

成就孩子的自然成长，即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

晰的分界线，家长们倾向于下达指令，而不是给出理

由来说服孩子们做事情，最终在孩子心中形成一种疏

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因此，中上阶层家庭的孩

子在社会机构的“真实世界”或“文化技能库”（cultural

repertoires）中具有更多经验[18]1-4。

除了探究社会出身在家庭内部对孩子产生的不

同影响外，拉鲁还试图对家庭与学校的隐性关联进行

探讨。她用人种志的方法去研究父母的社会资本对

学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与学生学校表现

的相关性问题，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前

沿。拉鲁在研究不同阶层的家长对学生教育的参与

情况时发现，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孩子的学校活动中参

与的程度和广度存在差异，这背后正是家长运用其自

身的社会资本促进孩子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19]。

也正是因为这一研究，拉鲁进一步提出文化再生产的

机制不仅要看谁拥有这些资本，更要看这些资本是怎

样被个体使用的，学校对这些使用方式作出了怎样的

反应，以及学校在社会成层中扮演的角色和这种成层

所形成的时间和特征[20]。这一点相对于布尔迪厄“文

化再生产”的绝对论色彩，似乎发现了再生产运行中

更大的讨论空间。

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话和实践印证中能够看

到上述社会学家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补充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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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在当代

社会，外部制度环境对于文凭的技术功能倾向和精英

选拔逻辑，仍在造就一种符应再生产的合法性文化。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联和迁移，使得文化资

本和教育优势成为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以象

征符号的方式可以转换为其他资本形式从而维护这

套文化再生产的逻辑体系[21]。因此，在文化再生产理

论中，教育和文化被赋予技术功能论的色彩，与阶层

和社会再生产关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由外到内严密的

社会再生产闭环，但也容易陷入一种“唯冲突论”的命

题中，强化了由教育与文化承载的功利主义和理性选

择，而低估了个人和文化模式自身的动力。

三、打破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

社会学家强调阶层优势在教育代际流动中的作

用，往往进一步印证文化再生产的合理性。文化再生

产的理论推敲和实践印证中，存在着一种主观选择的

契合性，从而形成了一种看似逻辑自洽的闭环。然

而，依然有不少社会学家基于各种角度对其提出质

疑，形成了围绕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理论论争，试图打

破文化再生产的绝对性，看到其中的理论缺口和局

限，阐释社会阶层流动和文化功能的多种可能。

（一）文化功能的多重诠释

尽管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外部制度情境印证着一

种契合优势阶层的文化符应逻辑和选拔机制，强调社

会结构的阶层固化，但这种绝对色彩使得教育和文化

的功能解读过于窄化。诸多社会学家通过对文化功

能的多重诠释试图挖掘文化在技术功能以外的性质、

传递过程和生产过程，冲击着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强调

的“群体精神”。

社会学家迪马乔（P．Di Maggio）从外部制度环境

角度对由文化再生产引起的社会结构固化现象提出

质疑。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城市化推进、教育

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局限于小范

围封闭的社会交互群体，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扩大化

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场所中习得文化资本。”[22] 迪马乔

的文化流动理论恰好抓住了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

论的漏洞，其在回答阶层与文化资本传递问题时尖锐

地提出，尽管中上阶层家庭在资本积累上占据着优

势，但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

社会经济资本的传递相对简单。因此，精英阶层的家

长可能更重视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而较少将精力投

入在营造家庭的高雅文化环境上。其结果可能是，他

们的子女既不知晓文化资本的运作，也不重视文化资

本的作用。与之相反，底层家庭的子女虽然家庭缺乏

社会经济资本，但文化资本可在学校中习得。因此，

他们将更加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在学校场域通过

教育过程中获得优异的成绩和文凭逐渐创建自己的

文化资本，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以此缩小他们与精

英阶层子女的差距[23]。文化流动理论打破了布尔迪

厄文化再生产的绝对色彩，不再承认外部制度环境

的固化作用，反而强调一种文化资本传递的主观性和

生成性，也进一步印证了现实中“寒门出贵子”或者

“富不过三代”等现象背后社会阶层向上或向下流动

的可能性。

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手除了迪马乔，还包括强调

文化选择过程本身的斯威德勒（Swidler）。他提出的

“文化工具箱理论”并不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形式

来看待，反而强调形塑我们行动的文化更多是以“工

具箱”形式出现，包括礼仪、方法、习惯、风格、时尚、技

巧、能力与实力等[24]。它们不是为了符合某种阶层或

主流文化而被甄选或再生产的形式，而是为了服务于

人们生活的具体社会情境。因此，文化可以被视为生

活工具，能够为人们的行动过程提供策略，而不是为

行动的目标提供价值意义。行动者如何采取行动与

其工具箱内的储备有关，更与其如何选择工具的策略

过程有关。每个人都会结合自己对所处情境的理解

从工具箱内选择合适的工具，并遵循其指引而行动。

从文化的功能取向来看，文化再生产理论看到了

在制度情境中文化的技术功能和作为资本的传递性

和符应性，但却忽略了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

生成性、流动性和过程性。这也使得文化再生产理论

同样被很多微观社会学者所诟病，其中包括兰德尔·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s）。

前者尽管认同冲突论的存在性，但也强调社会结构的

基础是“互动仪式链”，这一互动链在时间上经由具体

情境中的个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延伸，从而形成了互

动的结构；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际遇过程，并

使这些际遇发生的自然空间扩展之后，社会结构就变

得更为宏观[25]。因此，柯林斯强调更应该注重文化本

身包括仪式在互动连接中的生成性，而非一种基于技

术功能的再生产策略。同样，保罗·威利斯也看到文

化的一种生产性特质：“文化的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

‘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处

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维护尊严、寻求发展

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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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社会学家关于文化本体论功能的论争进一

步形成了对于文化功能的多重诠释，这也从侧面打破

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只从社会结构分化看到的文化资

本功能，反而忽略了文化与个人之间的连接关系。

（二）学校与家庭教育中再生产的危机

在关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实践论证中，尽管多数

研究通过阶层优势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的契合程度

来验证文化再生产理论，但也同样看到在文化再生产

理论下伴随阶层优势可能存在的危机和困境，从而呈

现出教育代际传递和文化资本继承的复杂性。

20世纪 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萨莉·鲍尔（Sally

Power）等人曾运用经验研究范式对教育与中产阶级的

关系进行研究并撰写了《教育与中产阶级——一种务

实、细致而耐久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一书。该书通过

对英国300名来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历时十余

年的跟踪调查，试图勾勒中产阶级内部如何区分阶层

以及如何保持其教育优势，但却发现了阶级优势下看

似平坦的发展轨迹实际可能存在的“困境”，优势阶层

的子弟在发展中并非理所当然的一帆风顺，他们的成

长跌宕起伏，实现文化再生产并不容易[27]。

这一点即使在文化再生产实践最为凸显的精英

学校也开始出现缺口。美国学者威廉·德雷谢维奇注

意到近些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学生逐渐

趋向于一种精英主义。这些一路考上名校的孩子就

像是公认的“斗士”，他们不断地在达到一个目标后追

求下一个新的目标。他们的爱好广泛，但缺乏深度的

爱好和情感。在他们身上有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成功

的压迫感。因此，研究者将这些孩子比作“优秀的绵

羊”[28]。“高处不胜寒”的处境使得他们不得不时时刻

刻保持一种“备战”的状态，害怕被比下去，害怕不能

成功。他们谨慎、小心却没有安全感，一旦出现失误

和失败，就会放大自己的缺点，对自己产生否定心理。

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

神》一书中也曾经暗示，中上阶层尽管在持有资本方

面具有优势，但维护自身阶级性和进行文化再生产

的过程越来越不易[5]256。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在社

会场域中，人们的生存过程就像在爬山一样。即使

是那些已经进入精英大学并拥有文化资本优势的孩

子们也有可能在教育的标准与功能、价值与意义方

面产生深刻且溃败性的影响[29]。这些光环下的“教育

遭遇”可能正是在国家精英选拔制度与文化秩序之

外，未关注到的精英养成过程中文化资本缺失和文化

断裂的现象。

除了学校情境中文化再生产的潜在危机外，在家

庭领域中，尽管布尔迪厄看到了文化资本占有者的文

化再生产优势，却没有考虑到文化资本在传递过程中

的联结性。文化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实现文

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科尔曼（Coleman）从文化再生产

的内在传递机制出发，通过对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重

新解读指出文化再生产可能存在的破绽[30]。科尔曼

在研究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时发现：家庭中亲子之间的

关系如同一种封闭性网络，也是社会资本在微观情境

中的流通形式。家庭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流动取决

于代际交互过程。对子女学习的影响取决于家长对

教育责任的认知，陪伴和教育子女所投入的时间和精

力如同教育投资。可见，家长教育投入的时间长短影

响社会资本的强度，进而影响文化资本的传递，也影

响着子女的教育成就。换言之，欠缺密集的亲子互

动，家庭内的网络结构便会出现断裂而达不到资本的

循环再生产，优势阶层家庭就无法将文化资本转移到

下一代[31]。这无异于为文化再生产的实现提出了更

多的限制条件。

（三）个体社会学冲破再生产群像

文化再生产理论体现了一种教育和文化的技术

功能论特质，忽略了在这套再生产机制中文化的多重

功能、学校与家庭内部的互动链接关系，更容易忽略

群体论证中的个体因素。作为个体的人，在实现文化

再生产的过程中，是否愿意接受或者产生拒斥？个体

的主观性对于文化再生产的选择倾向是需要考量的

因素。即使个体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如果不愿

遵从一套文化再生产的逻辑而选择“另辟蹊径”，则可

能形成一种文化再生产的主观剥离。

法国社会学家伯纳德·拉尔（Bernard Lahire）作为

布尔迪厄的徒孙，却站在批判布尔迪厄的一端。他尖

锐地指出：“文化再生产理论实质上是扩展实证研究

的对象，以使得更多的情况囊括到方案的‘通用性’

中，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关于经验问题的懒惰。”[32]可

见，拉尔对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并不信服，他甚至认

为布尔迪厄只是通过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对过去的

社会化方式呈现了中上阶层的普遍优势，但对群体内

部个人的心理结构、情感维度、性格特质等没有具体

说明。正因如此，他批判布尔迪厄在著作中只用了

“养成的性格、适当的审美气质、构成习惯性的性格、

苦行者的美德和文化、在学校获得严肃态度、继承性

格”等表述，没有用精细的语言去勾画优势阶层子弟

个体在成长历程中遵循的规律和限制因素，只是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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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中推导出来的群体色调[32]。另一位社会学家

保罗·韦恩（Paul Veyne）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

“以集体良知的名义对所有社会代理人和任何时间的

归因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只适合少数高级人才的所属

时间或精巧时刻。”[33] 布尔迪厄本身的绝对化判断，导

致文化再生产理论具有强烈的阶层倾向。

为了打破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再生产的论断，拉尔

看到布尔迪厄一直专注于社会再生产问题受家庭、学

校和各种社会文化机构的影响，却忽略了再生产的内

容和在什么方式下文化资本会自我复制等问题，这导

致了一种“过分完整”的再生产理论，也形成了一种关

于群体精神的论证逻辑。因此，他从个体社会学视角

出发，看到个人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活动是社会过程的

产物，这也可能导致社会影响下行为的变与不变。因

此，个体社会学的考量无疑是有别于“文化再生产”群

体色彩的新论调。结构化的社会出身可以通过个人

的异质性发生改变。文化的流动性、社会资本的封闭

性、家庭教育的情感输出等因素都正在试图诠释一种

群体论调与个体化生产之间的博弈，也逐渐将社会学

家的目光引向关注群体特征之外的具体差异。

四、关于文化再生产的本土考量与阐释

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发展脉络中的理论论争和

实践对话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研究教育流动与阶层

分化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引入和借鉴文化再生产

理论时，需要思考以下问题：文化再生产在当代中国

本土语境中存在的可能性是什么？它是否仍按照原

先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还是换了一种方式或以更隐

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从文化再生产理论中还能生长

出什么新视角？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文化再生

产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进一步审思。

（一）文化再生产的复杂联结分析

在当代本土语境下文化再生产何以可能，不仅取

决于对文化资本类属的探索，还取决于如何实现文化

资本的传递过程。显然，文化资本不能以器物形式实

现代际的直接传递，而需要通过家庭社会资本和情感

联结来实现。换言之，文化资本只有借助家庭内部适

切、恰当的代际关系才能实现传递和继承。

在现实的家庭文化资本传递过程中，如果父辈疏

于对孩子的教养和情感、时间投入，在孩子成长需要

吸收知识养分、文化熏陶甚至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学习

力时，并不能有效进行情感投入，则会在家庭内部的

闭合型链接中形成缺口。另一种情况在于，过分紧密

的家庭闭合链接一定有效吗？在《不平等的童年》中，

拉鲁用汉德隆一家的案例来说明什么是“跑偏了的协

同培养”[18]。家长们投入过多的精力，将孩子的时间

“安排得过满”，使得孩子对过于紧密的家庭链接产生

抵抗，则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反思在城市家庭中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精细教养”，可能恰恰是一种“异

化”的协同培养。

因此，在对当代文化再生产理论进行研究解释

时，需要看到文化资本与家庭内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的

一种复杂联结关系。即使是具有丰厚文化资本优势

的家庭，既可能因放任式教养或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席

而产生家庭链接的缺口，致使文化资本传递失效；也

可能因高压式教养或过分精密化的教育使得家庭链

接缺少弹性和张力，反而造成“物或益之则损”的局

面。因而，只有在恰当、适切的家庭内社会资本运行

的基础上，文化再生产才能够呈现它自身的可能性。

（二）文化再生产运行的具体情境审思

用文化再生产理论阐释当代中国情境中的阶层

与教育问题时，除了上述微观层面的问题外，还需要

考虑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实际的宏观景象。在关于文

化再生产的理论对话和流变中，也能够发现这一理论

存在着群体色调的绝对色彩，这也导致将它应用于本

土具体情境时，需要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漏洞。

首先，文化再生产理论中贯穿的中上阶层具有文

化资本优势这一论调是否符合我国当代的实际情况

值得反思。在西方很多社会学家的论述中，中上阶层

群体常常作为整体与底层劳工群体进行差异对比。

因此，在关于中产阶层的文化和教育问题上，多数研

究者依然倾向于突出其文化优势的同质性。而在我

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后

才出现的社会结构类属，这一群体实际上本身具有阶

层上移的契机和下落的风险。中产阶层相对于精英

阶层而言内部差异更大。因此，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解

释和验证更需要在具体情境和个体层面进行分析。

其次，在当代中国情境中，中上阶层子弟的文化

再生产过程是否顺遂值得探讨。尽管文化再生产理

论以一种绝对化色彩强调中上阶层的资本优势和社

会再生产过程，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随着教育公

平政策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2019

年各地高考录取率超过 80%，名校竞争变得更为激

烈[34]。在这座竞争的独木桥上，汹涌而上的农工子弟

成为中上阶层子弟有力的竞争对手。逆流而上的“寒

门子弟”正在通过教育实现文化流动，发掘底层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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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和自身的文化生产性，打破文化再生产的“魔

咒”。中产家庭对孩子强烈的教育期待变为了日渐增

长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纵向的代际流动对比，也

来自横向的阶层内部的群体效应[29]。可见，在布尔迪

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强调的中上阶层优势，并不能完

全适用于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解释，需要研究者进

入阶层群体内部，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特殊性。

当然，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社

会阶层中具有优势的群体如果能够遵循再生产机制，

便能实现文化再生产。然而，这种说法在布尔迪厄后

期的研究中也无法“自圆其说”，个体社会学中的例证

再次说明个人在群体色调中的主观能动性。布尔迪

厄甚至也看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背离“传统成功之道”和反文

化再生产的实践行为，这与文化再生产逻辑是不符

的。因此，布尔迪厄将其称为“意外”，用“自由降落”

“自由决定”“英雄气概的决裂”等词来形容这种背离

文化再生产的行为[35]，却不愿意深入挖掘群体色调中

为什么会出现部分的“反叛”。

当我们将眼光投向中国新时代的青年群体，也同

样需要思考年轻一代是否会被动地受“出身”和“特

权”影响。他们中不乏违背文化再生产逻辑的“反叛

者”，尽管受到阶层优势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助推，却可

能主动或被动地背离文化再生产的理论逻辑，如同福

柯和德里达一样，呈现一种“反体制”的性情，形成自

我的文化生产之路。那些“另辟蹊径”的年轻一代，可

能恰恰是反文化再生产的“先行者”，也是需要在文化

再生产的群体色调之外看到的个体色彩。正如拉尔

所言：“个人层面的社会学并不擅长从统计上分析非

典型且不可能的例外情况，尽管这些特殊个案可能有

助于清晰地了解特定问题。”[36]因此，即使是相似阶层

群体中的个体或者家庭单元，也会因为生命历程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而变得与众不同。

（三）理论之外的本土文化魅力

布尔迪厄的理论打破了社会二元论的研究讨论，

揭示出社会阶层的差距不只是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差

距，更重要的是文化资本的差距。中上阶层的这种文

化优势作用于下一代成长过程中的惯习养成、学校教

育甚至是未来的就业发展，使得他们在教育和发展方

面都更契合社会合法性文化的规则。然而，随着文化

再生产理论解释的盛行，需要更多考虑的是，在完整

的文化再生产循环之下所存在的阶层之间的流动、阶

层内部的文化生产和内生力量、家庭内文化资本传递

失败或断裂等多种可能性。因此，关于文化再生产的

理论论争，一方面引导我们反思文化再生产理论是否

过于绝对化以及可能存在的计划之外的事实；另一方

面，对于文化再生产的质疑和批判，也为文化再生产

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多条路径，找寻跳脱于文化再生

产或文化流动群体色调之外的可能性，也更需要关照

个体的复杂性和过程社会学的挖掘。

当我们进一步审思文化再生产理论本身，除了揭

示一种以文化为载体的社会结构再生产以外，还可以

为中国本土情境研究带来什么？ 还有哪些文化形式

可能成为资本？ 例如，我国青年研究者程猛在底层农

家子弟成长脉络中，发掘出了文化资本的新范畴。他

看到了相对于中上阶层子弟而言，中国情境中的底层

农家子弟身上所存在的一种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

以及适应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这恰恰是实现其学业成

就的另一类文化资本[37]。

同样，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当代中产阶

层群体身上也有可能发掘出更多的本土文化资本类

属。例如，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中产阶层群

体身上的开拓性及可持续的动力。在改革开放后的

四十年里，这种开拓性是中产阶层进行文化生产、寻

求阶层上移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持续的动力使中

国的中产阶层群体得以快速崛起和发展，并在城市

社会生活中得以快速适应和融入。因此，我们除了

看到中产阶层家庭中具象和客观的文化资本外，恰

恰更需要关注在生命历程中对于外部世界不断学习

的内生力量。它不只局限在知识、技能、文凭本身，

而是在打开自我与世界对话的宽度，在持续更新着

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在不断探索着自我能力的边界。

这种内生力量是中国本土实现城乡一体化和阶层流

动中宝贵的文化资本，需要再生产的恰恰可能正是

这些独特的文化形式。

值得反思的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下，现代家庭在

教育焦虑的加持下过分关注如何让孩子们赢在起跑

线上，反而容易忽视在历史文化穿梭和文化折皱中所

建构的本土文化财富。这种在阶层流动中的“勇武精

神”可能恰恰是未来年轻一代需要继承的一种文化资

本，并借此实现一种本土语境下的文化再生产。因

此，对于本土文化资本类属多样性的探索，将有助于

拓宽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在本土演绎中找寻

各个群体真正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内生力量。文化再

生产并不是全球化和社会竞争的砝码，我们需要看到

更多本土文化资本的魅力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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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以上作品的年份按照法文原著的出版年份排序，不以中文版的译

文年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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